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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试点改革为特色、依托关键节点逐步推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发的重要经

验。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演进的过程与特征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围绕重要节点

的区域开发战略界定为国家节点战略，系统阐述了其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并以改革开放不同

时期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例，定量考察了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

济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区域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探索阶段、以

开发区为主导的推广阶段和以国家级新区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载体的优化阶段等三

个阶段，其中国家节点战略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推动了中国区域政策由点及面的螺

旋式演进，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作为增长极理论在中国转型时期的

创新性应用与发展，国家节点战略不仅是区域发展“引擎”和重要增长极，也是转型期中国制度

创新的重要载体；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区域发展实现了良性耦合，形成了梯次区域开发模式。

实证研究表明，国家节点战略是政府引导与调控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其经济效应呈明显的复

杂多元特征及阶段性和尺度差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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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评价—建构—优化”是人类改造其所处生存环境的基本路径和主要作用形
式[1]。从区域空间格局构建及空间组织优化路径的视角分析，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
划、重点经济区（带）布局、重要开发节点选取等一系列国家空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均
有效地实现了区域空间秩序的构建及空间关系的改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
列针对重点城市和重点区域为核心的空间建构及空间优化政策[2]，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
色、围绕关键节点的区域开发战略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陆大道等认为
以“点”带“轴”、以“轴”促“面”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区域空间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3-4]。
因此，探索具有试点改革特色的关键节点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对促进区
域发展和优化空间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
色、围绕关键城市节点的区域开发战略称为国家节点战略，该战略是国家开展空间格局
有序建构的重要手段，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开展的重要的地域空间组织实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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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国家节点战略是新时期区域开发战略理论体系下的卓有
成效的科学探索[5-8]。从中国区域空间开发的战略制定及引导策略的实施效果分析，国家
节点战略的推行和实施已经并将持续对中国的区域空间组织过程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
已有一些实证研究对国家节点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节点战略实施过程的经济效果评价。国内外学者分布从不同视角，从定性和定
量分析和评价了重要城市群[9]、核心城市[10-11]、国家级开发区[12]等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
影响。通过研究发现，重要节点的开发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带动和扩散作用，其
影响程度受到与重要节点空间位置的影响。二是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效应
的形成机制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国家节点战略在区域中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但不同国
家节点战略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同，广东沿海地区是探索融入世界和进行局部试验的重要
地区，而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地区则是推广成功经验带动全国发展的重要地区[13]；深圳
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国家节点战略则通过直接带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
镇群的发展，进而带动更大区域发展[14]；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则通过发挥自身的
集聚与扩散效应，带动城市整体发展[15-16]。整体上看，现有研究大多针对特定形式的国家
节点战略，缺乏对各类战略内在统一性的系统思考和全面考察；更多地侧重于国家战略
节点对经济效果评价和影响因素的总结，而缺乏其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方式、传导机制和
作用模式的理论总结。

近年来，作为国家综合空间开发与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和先导区的国家级新区的集中
推出，丰富了国家节点战略的表现形式，也将对中国区域持续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不断推进、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空间开发格局不断优化等
发展背景下，国家节点战略仍将作为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进行区域综合资源整
合、空间组织形态重构的重要策略及发展路径。因此，在对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及内
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国家节点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特征，评估其实施过程中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必要而迫切的实践意义。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过程与特征

2.1 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先后设立以经济特区为龙头

的各类开发区，构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优先开放的城市发展格局，提出东、中、
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宏大战略和搭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
主的改革新版图等四次大的区域试验，对中国的区域开发格局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推动了中国国土空间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的有序开发[17]。结合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
演变特征和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为界，可以将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2, 18] （图1，图2）。

（1）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探索阶段（1979-1990年）。该时期的区域政策主要集中在
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相继布设了深圳特区等4大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14个国家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一系列重要开发节点，通过提供税收及政策优惠和中央放权让利等形式
推动这些重要节点率先发展，逐步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与之相适应建立起
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涉及7个省
和2个直辖市的沿海经济开放区。该阶段的区域政策，总体上是以空间让利的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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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数量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国土区域当中，具备一定的探
索性和试验性特征，其中，深圳特区的试验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示范作用。

（2）以开发区为主导的推广阶段（1991-2005年）。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标志，为
推动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开放和推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协调发展、推广沿海开发经验，

图1 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时空演进图
Fig. 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since 1978

图2 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重点发展区空间格局
Fig. 2 Evolving spatial patterns of priority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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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继设定了13个国家级保税区、3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区、23个省会城市和长江沿岸开放城市以及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其总体
思路主要以已有经验与模式推广为主，数量大量增加、分布地域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
陆地区扩展，层次更加多样，呈现以经济结构优化为主的总体特征。同时，经过改革开
放10多年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差距不断
扩大，为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相继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
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逐步形成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总体格局。

（3）以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为载体的全面优化阶段（2006年至
今）。以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标志，国家相继颁
布了18个国家级新区、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1个国家自贸区和4个国家重点
开发区域。该时期的区域政策目标导向更加明确，不仅承担了率先发展形成增长极的自
身发展目标，同时兼具了带动区域发展的空间引领使命和推动改革创新的国家综合配套
改革实验区使命，呈现出了内涵综合化、类型多元化、结构层次化的总体特征。
2.2 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特征

从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及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是
系统的、循环渐进的过程（图3）。首先，依托重要节点的试点改革在中国的区域政策演
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并推动了中国区域政策由点及面的螺旋式演
进。改革开放之初，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对改革的方向并不明确，因此选
择了以试点改革为特点的重要节点空间开发区战略，这些重要的节点是国家制度创新的
重要载体。但这些重要节点一经形成，由于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作用，尤其是“摸着石
头过河”的试探性改革策略，导致之后的政策是对经济发展结果的适应性调整，也即是
对之前的试点改革实施效果的适应。就区域政策的演化分析，国家首先采取了远离国家
经济和政治中心、毗邻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的深圳特区进行试点改革，通过深圳特区的制
度创新，实现了率先发展，成为区域增长极。深圳特区的成功验证了依托重要节点的试
点改革战略的有效性，同时在外资及内资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国家采取了更多的模式、
开放更多的节点，如开发区、开放城市等，推动了这些重要节点地区的快速发展。进一
步地，通过这些重要节点的集聚与扩散作用，逐步带动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
展。由此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此时中国的区域差异已不再是点与面的差异，而是面
和面的差异，区域和区域的差异，因此政府的区域政策也不可能再是点状的，必然是区
域的。为应对日益扩大的区域差距，国家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等应对性区域战略。其二，为进一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带动区

图3 基于“试点改革”的中国区域政策演进模式
Fig. 3 Pilot reform and evolution mod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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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国家推出上海浦东新区的重要节点，改革从劳动密集性的第二产业向高科技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改革的深度不断深入，同时出现了更加优惠的开放政策和区域。
从制度创新层面看，此时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异并非来源于改革的深度，而仅在于规
模，属于量上的差异，沿海地区与内地地区在发展模式和制度水平上并没有根本的区
别。进一步讲，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制度创新已经停滞，只是最初在东部沿海试点改革
地区上的制度创新在空间上向区域及全国层面的推广。于是，国家战略进入了螺旋式上
升的新阶段，重新回归沿海地区的围绕重要节点的试点改革，推动下一轮的制度创新。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更好的引领全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国家
相继出台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这将对中国区域开
发格局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从区域发展格局构建的角度，上述国家战略实施的初级
阶段必然依托前期国家节点战略开发形成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特大城市区域；
这些战略的实施也为上述区域的进一步功能提升和空间重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更重要
的是，国家节点战略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促使我们从区域开发的角度理解新阶
段的新战略。三大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过程中，必然依托内陆和沿海、国际和国内的若干
重大战略节点推进制度创新和优先发展，进而通过以点带面、以点带线的形式，逐步促
进国家和国际经贸和政治新格局的重塑和优化。同时，新战略的推进也为国家节点战略
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模式和观察基础，极有可能带动本领域理论和实证研究
的进一步推进，形成理论与实践良性互促的格局。

其次，在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中，政府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其具体的角色则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政府从区域发展的促进者变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者，政
府的着力点首先通过空间让利等手段选择深圳特区等重要节点，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
等战略的目的虽然也是区域开发，但与深圳特区等重要节点的设立存在很大不同，是为
了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其次，政府从政策的创新者变成政策的推广者，特区及开发
区之后的区域政策，更加强调投资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属于制度推广范畴。对比沿海改
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可以发现，国家促进地区发展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试点
地区的制度创新到更多“点”和“面”上的投资促进转变。最后，政府从制度的设计者
变成被动执行者。在制度演进及其与经济发展、区域格局变迁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政府
不再是外生的力量，而变成了区域经济系统和空间发展的内生主体。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试点改革策略发挥了重要
的引擎作用。这种引擎作用是通过复杂的辐射关系实现的，这种辐射关系既可以是通过
试点改革检验政策的可行性，待试点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区域推广；也可以是“点—轴”
理论提到的由增长点到轴带，再到区域的影响方式；也可能是由节点，到发散式的连
线，再到网络式空间体系的影响方式；甚至可能是距离衰减的扩散型的影响方式。无论
何种影响方式，诱发区域增长引擎和制度创新的初始点，都是整个网络或区域系统的核
心，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因此，本文将使用“节点”一词定
义这种承担引擎功能的核心地区，用以强调其在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等各方
面的核心枢纽作用，而将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色、依托重要节点推进区域开发的战略称
为国家节点战略。

3 国家节点战略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

3.1 国家节点战略的概念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重要节点的识别、引导与控制这一经验体现了优势区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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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发展及其对相关地区带动发展的思路[19]。基于地理学视角，从中国区域政策演进的
特征及规律出发，国家节点战略是指以某种预设目标为前提，选择某些重要城市或地
区，通过倾斜政策干预、制度创新引导和要素主动投入等手段，促进其率先发展，在区
域内发挥其增长极效用，并最终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系统演进升级的一种区
域发展战略。先导性、引领性和预期性建构设计是基本特色。实践证明，这一战略的使
用，可以在区域发展中营造出目标导向明确、特质性强的发展空间，形成区域发展的增
长极或枢纽，并通过其空间效应的逐步显现，引导既有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变，不断接近
并最终实现区域有序化发展的目标。因此，国家节点战略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开展空间格局有序建构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区域发展重点与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国家节点
战略呈现不同的形式，其发展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表1），既有经济特区、开发区、新
区等形式，又有城市的形式，但无论哪种尺度，其实质还是促进重要城市的发展进而带
动广大区域发展，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城市节点带动国家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战略
相吻合。国家节点战略具有多尺度嵌套性的特点，其本身强调的是节点对区域的带动作
用，节点对区域的影响是通过“节点—城市”这个共同体来实现的。因此，在理解和分
析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时，不应把国家节点战略地区简单看成特定的政策地
区，而应以整个城市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为出发点和动力来源。
3.2 国家节点战略的理论基础

从基本内涵分析，国家节点战略作为增长极理论的一种具体践行方式，传统增长极
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诸多研究对增长极战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区域空间
开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及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已有研究结论认为，这种以重要战略

表1 不同类型国家节点战略的发展重点和特征
Tab. 1 Details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ies by type

国家级经
济技术
开发区

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自由
贸易区

综合配套
改革

试验区

国家级
新区

政策特点

•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区”
审批和管理的便利性

•特区成功经验推广和放大
•吸收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

•自主创新
•政产学研结合

•境内关外
•海关特殊监管政策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目标多元
•内容典型
•地域性强
•自主创新
•综合配套

•城市空间整合，产城融合
•区域发展龙头，带动全局
•全面改革开放，转型样板

发展重点

工业

知识、技术
密集型产业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现代服务
高端制造

开发开放
统筹城乡
两型社会
新型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资源型经济转型

产业整合创新
产城融合发展
城镇化发展示范

现状

现有
219家

现有
145家

现有
11个

12个，
多类型，
2011年
截止

1992浦
东开始，
现有
18家

竞争优势

•低价土地
•税收优惠

•人才政策
•资金扶持
•创新支持

•特殊关税和
监管政策

•寻求更多的
政策空间

•辐射带动区域发展

•地方特色凸显
•政策自主性

•整合城市和
区域资源

•寻求更多的
政策空间

面临问题

•土地资源浪费
•产业同质化、效益

低、抗风险能力差
•工业空城与房地产化

并存，潮汐式通勤

•创新扶持效果有效
•自主创新能力待提高
•走经开区竞争的老路

•政策不明确
•新特区与老体制关系

处理

•制度创新动力不足
•地方与全局制度冲突
•实质性政策进展不大
•区域发展带动力不强

•与中心城区的关系
•区域带动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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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为主体的空间引导战略在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区域增长、协调区域发展以及经济和
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20-24]。增长极理论指导下的区
域发展实践不仅促进了增长极的快速增长，也大多出现了极化之后的涓滴效应，带动了
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然而，后者的实现往往需要进一步的区域发展政策与之配套，否
则可能出现过度极化的不良效应[25]。这种广泛实践与理论反思的交互进行巩固了增长极
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地域空间组织的重要理论基础[24, 26]。

在中国，增长极理论的内涵在应用中得到了延伸和发展。一方面，在中国的改革开
放进程中，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7]；另一方
面，国家和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重构方面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引导角色，这也
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核心特点之一。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摸着石头过
河”，很多制度创新和改革都是先在个别地区进行试点，实施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28-31]。
这些试点地区也逐渐成为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节点，在这些战略节点地区
进行的制度改革尝试，是国家节点战略的特色，是增长极理论在制度变革领域的全新应
用。因此，国家节点战略不仅是传统意义上行业或地区优先发展的增长极，同时也承担
了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的重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增长极战略并非完全适用于
中国转型发展的实践，国家节点战略既是对增长极理论在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领域的创
新性应用，也是对增长极理论自身的创新性发展。
3.3 国家节点战略的基本特征

国家节点战略作为改革开发以来政府引导与调控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区域发展
的增长极和制度创新重要载体。第一，国家节点战略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和重要增长
极。国家节点战略旨在通过倾斜政策干预、制度创新引导和要素主动投入等手段对区域
空间系统添加政策型扰动因素的主动干预途径，使其成为空间组织形态中的异质点，从
而形成区域空间演进的极化动力，以此发挥增长极效用影响区域的整体空间组织行为，
从而达到实现区域空间开发秩序重构的引导性目的。一方面，国家节点战略内生于区域
经济格局，是撬动区域经济系统升级与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支点，其选取需要针对区域
发展的特定阶段所面临的特定问题与特定目标划设，避免脱离区域发展实际而成为区域
发展的“孤岛”。另一方面，国家节点战略又是人类在认识区域发展规律及其面临的问题
的基础上，通过优惠政策、产业扶持、资金支持等主动干预的途径打破该节点的常规发
展路径而培育为区域发展的“引擎”的主观能动选择，具备预期建构性的特点。当然，
国家节点战略所设定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并非一成不变。
例如，作为新时期国家节点战略的国家级新区，其增长极效用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其作为
区域门户、产业引领、辐射带动、示范创新等四大功能的培育[32]。首先，国家级新区通
常集陆海空港等交通优势为一体，是区域对外联系的重要门户和区域内开放化程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其他地区往往通过国家级新区实现与外界地区的高层次经济与交通
联系，如上海浦东新区定位为国际门户，天津滨海新区定位为北方门户，而重庆两江新
区则确定为内陆门户。其次，国家级新区并不仅仅是城市传统产业的外溢，更加强调区
域新兴高端职能和新兴高端产业的培育与孵化，具备引领区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培育
新兴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特征。再次，国家级新区不以自身的发展为主要目标，更加强
调对更大区域的辐射与带动，如上海浦东新区致力于带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发展，天津
滨海新区强调对中国“三北”地区的辐射带动，重庆两江新区则强调对中国西南地区的
辐射带动。最后，国家级新区以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和难点问题为突破口，通
过先行先试，引发制度创新和探索科学发展模式，成为区域制度创新和科学发展模式的
增长极，进而其他地区通过借鉴与模仿，实现区域整体转型与升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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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节点战略是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独特的“政策型”增长极。国
家节点战略是根源于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这与中
国采取的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改革的策略相吻合，制度创新在国家节点战略地
区，实践在广大区域。国家节点战略的主体空间形式不断变换，但突出的政策先导性则
是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涵，其意义都在于以点的发展带动面的发展，在于引领区域空间
结构的有序演化。国家节点战略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出现，魏后凯
对特殊经济区产生的背景及其政策内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特殊经济区是特定历史
条件下的产物，其核心是在特定的有限空间范围内提供财政税收、土地、外贸等政策，
在管理体制上给予一定的更大自主权，中央和地方都以特殊经济区作为其资源配置和政
策支持的重点，形成了一套特殊经济区政策体系[34]。特殊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对经济增
长、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
国家节点战略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以国家级新区为载体、以国家综合配
套改革实验区为重要内涵的转变。郝寿义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初制度导入的开发区模式存
在不同，近年来布设的国家节点战略是一种内在制度变迁引导的“制度创新”增长极，
并内生于区域发展格局[33]。近年集中批复的多个国家级新区同样承担了国家或区域性的
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任务，如浦东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成为已有大城市行政体制创新的
重要示范，张江高科技园区、陆家嘴金融区和外高桥保税区是国内首批以服务业为核心
的特殊政策区，滨海新区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通过引进、吸收、转化，推动国家
战略性产业的突破等[35]。由此可见，尽管国家节点战略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内涵却
一直是国家通过倾向政策干预、制度创新引导和要素主动投入等手段并与区域特质交互
作用，促进了国家节点战略地区的发展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
策型”增长极。根据国家节点战略制度创新的内容，可以将国家节点战略分为全面型和
特色型两类，如国家近年批复的18个国家级新区就属于前者，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制
度创新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而义乌（国际贸易）、厦门（深化两岸交流合
作）、14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则属于特色型的国家节点战略，强调在某些方面与领
域的改革探索。
3.4 国家节点战略的作用模式

国家节点战略是政府引导与调控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内外相关理论在
空间上的表征。根据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
的演进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增长极、“中心—外围”和“点—
轴”理论均强调了集聚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认为

“中心”的持续发展是集聚经济强有力的论据，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城
市和经济发展也会受到离心力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整体上，国家节点战略的
发挥在于通过集聚与扩散作用推动所依托城市的功能升级与空间扩展，进而实现对所依
托城镇群及更大区域的辐射带动，形成“由核心到外围”的自“国家节点战略地区—核
心城市—城镇群—广大区域”的梯次区域开发模式[14]。整体上，国家节点战略的实施路
径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图4）：① 培育“节点”，针对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区域开发目
标设定相应的国家节点战略，通过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与制度创新，打破国家节
点战略地区常规发展路径，率先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与撬动所依托城市功能升级与空
间结构性拓展的重要节点。② 强化“核心”，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其所依托城市及区域
的良性互动是国家节点战略设立的初衷与最终目标，在国家节点战略的推动下，国家节
点战略地区设施条件与投资环境的快速改变将为主城区加快“退二进三”进程创造了条
件，从而为主城区实现传统功能的外溢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新兴高端功能培育提供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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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支撑。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不同时期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和产业高地，国家节
点战略地区依托空间优势和政策优势，不再单纯的以承接城市传统功能外溢为重点，而
成为区域新兴高端职能的重要集聚区，通过技术扩散与产业孵化等将改变所在城市及区
域的传统工业结构，并推动城市与区域的功能升级。如上海浦东新区在设立之初，其动
力主要来自于主城区的功能外溢，发展相对缓慢；在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浦东新区
则成为区域先进制造业与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其发展不仅带动了上
海市服务业的功能升级，经历了带动发展到整合互动的功能演替过程，同时也带动了上
海市工业体系的升级。③ 整合“边缘”，核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将通过传统功能向边缘城
镇的转移和新兴功能的联动发展而重构城镇群地区的功能体系，推动城镇群地区的功能
升级与结构优化。国家节点战略地区既有通过产业扩散与技术外溢而实现对周围地区及
城镇群地区的直接辐射带动，但其作用的发挥更多的是通过“节点—城市”这个复合体
来实现的，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所依托城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城市功能与辐射水平的整
体升级，进而通过集聚与扩散作用带动城镇群地区的发展。④ 带动“外围”，通过人口
经济要素集散、区域功能空间联动等效应，城镇群地区的快速发展将降低外围地区的资
源环境压力，引导外围地区实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如京津冀城镇群的快速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了山西、内蒙古等地区作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保障基地、装备制
造业基地与休闲旅游度假基地等功能的发展。

4 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影响检验

作为全国性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了深
刻而持续的影响。部分学者根据对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的推演，认为由
于节省交通成本等因素的存在，越接近中心城市，就会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强的集聚经
济；而到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的区域则只能为中心城市提供更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来参
与区域经济竞争，其市场潜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当到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
到一定程度之后，区域间的竞争会大幅下降，而其自身周边的市场规模也会更少地受到

图4 国家节点战略的作用模式分析
Fig. 4 Action mode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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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的分享，因此其市场潜力也会较大[36-38]。在此基础上，Dobkins等将这种市场潜
力的分析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关系结合起来[39]，提出“∽”型空间关系存在的可能性，由
此引发了集聚经济和城市体系领域一系列的相关研究[40-41]。然而，这些理论成果的实证检
验存在着诸多困难，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少量对于美国区域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和
城镇体系演进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离心力的显著影响，没有对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提供
正面的实证支持[39, 42-43]。而在中国，集聚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似乎十分显著，大量
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积极正面的支持，认为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经济增长更快[44-45]。从空
间距离视角，许政等考察了上海和香港两个国际性大港口对中国131个城市经济增长的
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型空间关系的存在[11]。现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均论证
了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受研究年份较早国家节点战略的经济效应
尚未完全呈现，以及1990年至今中国的地级城市数量几乎增长了近一倍而已有研究则尚
未考虑等限制，现有研究难以完整的刻画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
4.1 模型与数据

根据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过程与特征，结合2011年后国家级新区等形式的国家节点
战略大量涌现而对区域交叉影响等因素，本文选择以2010-2011年全国338个地级行政单
元的经济增速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深圳特区、上海浦
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三大典型的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进行实证
估计[11]。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Growthi = β1disnodei + β2(disnodei)
2 + β3(disnodei)

3 + γXi + εi （1）

模型的因变量是各地级市或其他地级单元 2010-2011年GDP的增长率。核心自变量
disnodei是城市 i到深圳、上海、天津三大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距离。到国家节点战
略所在城市的距离有两种常用的度量指标：一是交通距离，二是空间的直线距离。由于
前者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理论上会产生严重的模型内生性，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更可
能成为区域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缩短其与国家节点战略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却不会
影响到二者的直线距离这个外生变量。因此本文选取各城市到三大战略节点的直线距离
（disSZ，disSH和disTJ），并计算三者中的最近距离，这也是学术界对空间因素对经济增
长影响研究的通用做法。由于要考察这些距离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梯度性和识别
可能的空间转折点，模型中还包括了这些距离变量的平方项和立方项。然而，各地经济
增速与其到节点战略城市距离的关系仅能证明二者的相关性，为考察距离对增长影响的
因果关系，必须控制可能影响城市经济增速的其他重要变量。因此，基于经济增长研究
的现有成果，模型中控制了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要素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能力等重要
变量的影响，相关变量（Xi）包括初始GDP的对数、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业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和地方财政支出与
GDP的比值等；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普遍采用的以城镇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所表征的区域城镇化水平，以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承载的人口数量表征的区域人口
密度及其平方项、是否为直辖市、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及中部和西部三个虚拟变量。

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均选用基准年2010年的数据。在以上诸多变量，尤其是地带性
的虚拟变量、对外开放程度被加入模型之后，完全有理由相信到三大国家节点战略所在
城市的距离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地理因素，而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国家
节点战略对全国经济增长空间格局的影响。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年和2012年）；二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三是由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GIS底图计算出的距离、面积等空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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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截面数据的OLS估计方法，同时加入城市到三大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最近

距离及其平方项、立方项，发现立方项并不显著（模型 I），于是将其剔除后重新估计

（模型 II）；为了考察设立时代、战略目的和区位条件均不同的 3个国家级战略各自的影

响，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模型 III，模型 IV）。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绘制区域经济增长率与其到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距离

的关系图（图5）。结果显示：① 经过数年或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和扩散作用之后，国家节

点战略所在城市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中心。相反，控制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之

后，各地与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差均为正值，也即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

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慢的城市类型之一。② 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周边区域已经逐步

进入经济调整阶段。随着到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距离的增加，其经济增长率并非降低

反而是持续提高。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国家节点战略周边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已经

表2 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Tab. 2 Estimation results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y

变量

lnGDP

disnode

disnode_2

disnode_3

disTJ

disSH

disSZ

disTJ_2

disSH_2

disSZ_2

disTJ_3

disSH_3

disSZ_3

N

R2

调整后R2

模型 I

-0.194

(-0.80)

0.00645***

(3.13)

-0.00000379**

(-2.19)

6.14e-10

(1.51)

338

0.174

0.136

模型 II

-0.123

(-0.52)

0.00376***

(3.65)

-0.00000122***

(-3.92)

338

0.169

0.133

模型 III

-0.141

(-0.58)

0.00687***

(2.73)

0.00691***

(2.81)

0.00414*

(1.88)

-0.00000302

(-1.29)

-0.00000416*

(-1.83)

-0.000000559

(-0.41)

4.97e-10

(0.91)

6.57e-10

(1.47)

-1.66e-10

(-0.60)

338

0.227

0.176

模型四 IV

-0.124

(-0.51)

0.00296**

(2.52)

0.00286***

(3.63)

0.00380***

(3.62)

-0.000000648

(-1.56)

-0.000000836**

(-2.52)

-0.00000102***

(-3.75)

338

0.212

0.168

注：本表是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示：p< 0.1，**表示：p< 0.05，***表示：p < 0.01；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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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较高，大多经过了快速的粗放式增
长阶段，进入结构调整和稳定增长阶
段。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国家节点战略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在扩大化。
③ 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
的范围已经扩展到 1200~1500 km 左
右，而这个距离大约能够覆盖整个中部
地区，而这个地区恰恰是近年经济增长
最快的区域。在这个距离之内，距离国
家节点战略城市越近，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越大，其经济增
长速度越低；在这个距离之外，国家节
点战略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弱
化，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慢。

如果将本文的分析结果与许政等利
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数据得到
的结果进行比较[11]，可以发现二者大相
径庭（图 6）。由于本文与该文使用的
数据和方法基本一致，这种迥异的结果
并非模型设定的问题，而是背后一定存
在一致的理论解释，只是在不同时期体
现出不同的结果而已。国家节点战略对
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阶段
性，从这个角度能够完全理解这种迥异
的结果。① 在战略实施的初期，制度
创新、国家资源投入对国家节点战略所
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快速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刺激作用，因此国家节
点战略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而且，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差
异是巨大的，许政等的模型拟合结果中[11]，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速甚至会比
600 km以外城市的增速高14~15个百分点，这种差异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的情
况下，依然是可以理解的。② 国家节点战略实施初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空间
上是迅速递减的，因为这种超快速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国家节点战略所附带的制度创
新和资源投入，而这些要素的空间扩散速度并不快，且范围较为有限。而经过数十年的
发展，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早已从简单的促进增长向更深层次的转型升
级转变，因此国家节点战略城市所在的整个城镇群甚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速度
都已远低于全国水平。但是，这种效应已经不再是战略实施初期的短期就能见效的经济
飞跃，而是长期积累、逐渐出现的结构调整效应。因此，与战略实施初期的情况相比，
这种效应的作用范围更广，达到1000 km以上；但效应强度很弱，对经济增长普遍只有
2~3个百分点的负面效应。

进一步讲，本文将三大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开检验，与综合效应的模
型拟合结果类似，三次项均不显著，因此采用二次方程。而由于战略实施时间有限，天
津滨海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因此图7仅比较了实施较早的深圳特区和上海

图6 本文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的比较
Fig. 6 Comparison of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is paper

with the previous study

图5 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Fig.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y

2114



12期 齐元静 等：国家节点战略的实施路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浦东新区两大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
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空间影响范
围比较一致，但强度不同。实施较早的
深圳特区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更
慢，这与近年来珠三角高强度的“腾笼
换鸟”等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相呼
应，反映了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的
影响进入新阶段。这种情况在长三角也
类似，但由于战略实施期相对较短，强
度远低于珠三角。在可预见的将来，长
三角也很难保持之前的经济高速增长，
结构调整也将是长三角必须面对的核心
议题，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经济增长速度
的持续低走。由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区域内陆化趋势将长期持续并不断强化。

5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及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是系统的、循环渐进的
过程，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探索阶段（1979-1990年）、以开发区为主导的推广阶
段（1991-2005年）和以国家级新区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载体的优化阶段（2006
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在其中依托重要节点的试点改革在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并推动了中国区域政策由点及面的螺旋式演进。与此同时，
政府实现了从区域发展的促进者向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者转变，从制度的创新者向政策
的推广者转变，从制度的设计者向被动执行者转变。本文将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色依托
重要节点推进区域开发的战略称为国家节点战略，国家节点战略是经济地理学中地域空
间组织形态构建和空间干预问题研究的典型体现和增长极理论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创新性
应用与发展。从基本特征分析，国家节点战略既是区域发展“引擎”和重要增长极，也
是转型期中国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独特的“政策型”增长极。从作用模式看，
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区域发展实现了良好的耦合互动，形成了“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中
心城市—城镇群—更大区域”的梯次区域开发模式。

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对中
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在国家节点战略实施初期，以国家主导的经济
资源投入和包含一系列倾斜性政策的制度创新迅速而有效地刺激了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
市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腾飞；但这种效应的强度很大而空间范围有限，从而导致国
家经济增长中心在国家节点战略地区周边的高度集聚。随着政策倾斜的弱化和国家投入
的减少，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逐渐进入持续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阶段，这
种特征在持续积累的同时逐渐向周边区域扩散，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会逐渐
扩散，这种影响的速度较慢、强度较低，但空间范围却很广泛。与之相伴的必然结果是
经济快速增长区域的内陆化，从国家层面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的内陆化趋势是
国家节点战略长期实施之后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长的内陆化背后伴随着国家节点战略周
边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后者同样具有空间扩散的典型特征，也将成为影响下
一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力量之一。值得提出的是，全国尺度的拟合结果并

图7 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
Fig. 7 Comparison 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Pudong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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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适用于区域或地方尺度，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分析与以县市为基本单元的分析
结果也同样不可比。不同时间、样本和空间尺度的分析结果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性，对
这些结果的综合分析才是空间效应分析的应由之路。未来应在城市和区域尺度对国家节
点战略的空间效应做进一步的分析，以勾勒更为全面的现实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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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lot reforms gradually implemented through key nod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tter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1978.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China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concep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ies (NNS),
defined 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entered on important nodes, by addressing their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scope, before exploring quantitatively their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Pudong New Area, and
Binhai New Area from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exploration stage led by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expansion stage dominat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optimization stage featuring New State- level New
Areas and Nationa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Areas. During all the three stages, NN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demonstrative and leading role and promoted the rapid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from localized trails to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 As a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owth pole theory for a transitional period in China, NNS have become
"engin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mportant condui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N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have achieved a benign coupling and formed a grad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Empirical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NNS are an important method
of the government for guiding and regula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omplex
and diverse economic effects that differ depending on their stage and scale.
Key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national node strategy; policy growth pole; economic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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